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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先秦儒家之人格典範–以《論語》為主要文獻依據

提要：有關聖人「較好的理解」之反省

1912年以來，在中國哲學知識化
的趨勢下，解釋中國傳統哲學，大多順著本質主義以及主客二分的二元思維，將「道」理解為永恆不變、至高無上的絕對真理，連帶著也會影響「聖人」觀之理解。也就是說，道若是唯一不變的真理，聖人作為具體的道之象徵，理應是最完美、最好且是最圓滿無缺的樣貌。此聖人樣貌不能僅是偏至型，而應是全能且唯一的最好型態，這就是傳統對聖人「較好的理解」之解釋。

然而，安樂哲先生曾就前輩學者對「道」的理解與詮釋，提出一些質疑與釐清。他認為若我們將「道」理解為具某種超越性的秩序與原則，雖因此獲得了客觀普遍性之保證，保證不會受到偶然性與事物複雜性的牽扯變動，然而，這項保證卻是訴諸於一種抽象且排除個人自主的某種獨斷論。無論是訴諸於最終客觀實體，或者是人的主體性，都簡化了人對於造化、大道的繼承與更新，雙方面的互相滲透的動態作用，僅僅在知識體系上建構了一封閉系統。所以，他將「道」理解為多樣性而多義性的：「對孔子來說，在動因和行為之間的極性關係，以及知與行的不可分離，要求『道』更多的是一種人們要去實現它而不是服從它的東西。」
，這並非表示「道」是毫無標準、任性恣意的雜亂無章，而是更貼近人實踐道的每個獨一無二的情境與抉擇，給出極大的肯定與認可，並且使自身永遠保持著開放性去接納一切因時制宜的更新性與原創性。

袁保新先生也同意比起將「道」理解為唯一、至高無上的標準，在傳承中不斷更新，擁有多樣性與原創性，是更能針對與解決時代問題的，他說：

如果我們對「道」的這些意義特徵不加以珍視，逕自將它詮釋為某種西方古典形上學中的「超越」原則，無論是「實體」、「創造性本身」，那麼，在這個「洋格義」的鍍金過程中，「道」高居非時間性的永恆理境，法相莊嚴，但也因而困居封閉的領域，不再擁有創造、更新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當代中國學者執意要將「道」理解為某種形上的「超越」原則，那麼不僅會形成對自家傳統的誤解，猶有進者，這種侷限於運用西方近代哲學概念架構的詮釋，將使儒家恰恰錯失了與後現代文明接榫對話的機會。

而順著本質主義的方式，道成為超越普遍的先驗法則，人只能成為服從此法則的複製品，只能尋求符合唯一的標準，甚至，連聖人典範都是多餘的。袁保新先生曾舉美國學者義爾利教授的觀點：「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從他的道德天性中找到指導行為的規範，那麼聖賢的教導垂範其實是多餘的，並不值得特別推崇。」
這不僅僅抹殺了典範對後世影響的重要性，同時將天人關係中屬於「人」的地位也一併取消了，聖人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抽象完美概念。

然而，若不順著本質主義的進路去理解「道」、理解「聖人」，還能有哪些對聖人「不同的理解」之詮釋面向？

我們在徵諸《論語》、《孟子》及其他先秦典籍中，聖人作為理想的人格典範，的確有其各式各樣不同的呈現方式，並非固定不變，有個唯一的標準。聖人也不只是主觀的境界型態之開顯，他同時是落在具體生活情境、歷史視域中，作為主客交融、整體和諧的場域之焦點。他不但能承接歷史傳統一貫連續的文化精神，同時又凸顯此情境最因時制宜的選擇，而表現為對「道」之不同的體會與理解。聖人作為形上根源的「道」之象徵，並非高高在上而遙不可及，相反地，他就在真實具體的情境中，不斷培養自身「仁」和「智」的能力，投身變化之流的同時，成為激勵每個生命自我轉化的踐道與證道者。

前言：從黃帝四面說起

在《太平御覽》七十九卷引《尸子》中，有一段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的有趣對話：

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

在這段對話中，孔子秉持著不語怪力亂神的態度，將「黃帝有四張臉」的神話傳說，解釋為「黃帝命四位跟他理念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這般神話歷史化的過程，雖合理解釋了「黃帝四面」，卻讓人對這則原本豐富有趣的神話傳說，感到牽強乏味。時至今日，基於不同的前見(或云成見)，我們還能對黃帝四面有什麼「不同的理解」
？

如果我們反過來問道：為何作為古代聖王的黃帝需要具備四張臉？而這四張臉是否如泰國四面佛，各自以不同型態呈現在百姓面前，又是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在《中庸》裡頭有一段文字，極適合為這則神話作進一步的注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聖人不只內在具有德性，為了解決天下層出不窮的疑難雜症，滿足百姓各式各樣不同的需求，他也需具備各種才能。無論是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還是齊莊中正……等等，都不是聖人天生即具有如此完美的個性、才能或是德性。而是他為了解決眾人的苦難與艱困，救民於水火，實現德業，而不斷培養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以求開發自身最大的可能性，使得天下安和樂利。故徵之《論語》亦有言：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太宰對孔子多才多藝感到訝異，讚嘆夫子何以如此多能？子貢認為他的老師理所當然地天生多能。孔夫子謙虛地回答：「我並非天生就如此，而是幼時家境貧困，才學習各項技藝以適應環境，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各種問題。」然而，他並未小瞧這些鄙事的技藝、才能，又進一步問：「君子的能力嫌多嗎？是不嫌多的。」
因為培養愈多能力，愈能幫助自己及他人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進而卓然自立，朝著本真的可能性不斷開發、前進。

因此，在這段對話中，孔子作為聖之時者，他自謙自己只是不嫌多能的君子。然而，多才多藝的能力並非天生具備的，不是固定的，也不是被外在力量決定的，而是既仁且智的君子自發地要求去學習各種能力，以求實現和成就人我、物我的明德，以達到至善的天人合一之理想。所以，在問成為一位聖人如何可能之前，我們需先了解成為一位君子如何可能？

君子之道：引人入「聖」

何以作一位君子優先於成為一位聖人？《論語‧述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孔子明白表示成為聖人要比成為君子難得多。但是，君子作為一政治地位和人格修養兼備的具體人物，可說是成聖的起始點，以及朝著成聖目標邁進而登堂入室的關鍵。安樂哲先生考察《論語》中關於聖人、仁者、賢人、大人……等一系列與君子相關人格完善的不同名稱，提出這樣的說明：

孔子使用這些範疇作為一種手段，以突出成聖過程的幾個不同方面。（孔子）沒有從理論上概括這一過程的企圖，這些人格實現的範疇在意義和功能上肯定不是固定的和最終的。然而對它們的思索，對於幫助闡明成聖道路上的步伐之間的區別，有某些實際的價值。

孔夫子以君子、仁者、知者、勇者……等不同名稱，來呈現這些人格在朝著「聖人」的理想人格典範，努力持續不斷轉化，並豐厚其內涵的過程。這些不同名稱之間的關係，安樂哲先生提出以「仁」為核心精神，所展開的同心圓模式：

在這樣的模式中，仁處於中心，它是個人之間的聯繫；君子是在仁外面的圓圈，是社群的聯繫；而聖人則是在更加外面的一個圓圈，具有更多的宇宙意義。

安樂哲先生試圖為君子、聖人作一層次上的區分，強調君子在道德修養的過程中，更重視其政治責任感，需德業並進。聖人作為最廣大而整全的理想人格典範，已不只侷限在自我、人我的關係中，而進一步朝著天人關係的整體和諧開發，揭顯天人合一的無窮意義。依據伽達默爾詮釋學提出的「不同的理解」
，筆者更傾向劉殿爵先生對這些理想人格的解釋，他說：

對孔子來說，理想的人格形象不是一種，而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高的是「聖人」，但這個理想太高而難以實現。……把標準降低之後，那就是「善人」和「成人」了……然而，對孔子來說，理想的道德形象毫無疑問是「君子」。

在此多種多樣的理想典範人格中，孔子選擇「君子」作為每個志於道的人之短程目標，循循善誘，並且循序漸進地引導我們朝著「聖人」的長程目標，逐步落實。然而，君子除了具備政治責任感和道德理想，尚且有哪些明確具體的內涵？亦即，如何才能稱得上是一位君子？

孔子在提到君子時，總是和小人互相比較、對舉。例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等諸則。

首先，孔子提供我們辨別君子、小人的根據，諸如義∕利、泰∕驕、和∕同、懷德∕懷土、懷刑∕懷惠、成人之美∕成人之惡……等明確區別。這並不表示孔子是運用嚴格邏輯思辯的方式，將人分成兩類。如前所述，君子作為理想的道德形象，可說是始擁有成為聖人的資格，還不能保證必然成聖，尚待不斷奮發、持續努力，往盡善盡美的人格典範發展。而了解君子、小人的區分，一方面是擔心有志於道者沒有知人的敏銳觀察力，另一方面則是期許我們要有自知之明。有知人的智慧，才不致被表面似是而非的言行所惑、所陷，而不自覺地同流合污；有自知之明，才能時刻以自明誠的工夫反求諸己，檢視自身的言行是出於求義抑或是求利的動機，而其結果可能導致成人之美還是成人之惡的考量。所以，孔子以君子表達一種具備成聖較大的可能性，小人則具備較少的可能性。

再來，了解小人、君子的差別，不只是純然地認知、明辨二者，更是知行合一的知，有真知必定伴隨著身體力行。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最大的貢獻，即在提出過去傳統詮釋學只強調「理解」與「解釋」，而忽略了「應用」的層面。此「應用」
即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調性：「實踐」。故孔子對舉君子、小人之用心，即在「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夫子殷切期盼弟子要即知即行，知行不二。所以，在對君子有清楚而深刻地理解，同時應該實踐所知之理，成為具體行動，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認知的知識層面，而要不斷自我要求成為一位君子。

「智(知)」之養成

我們了解到在成為聖人之前，首先需培養自己成為君子。而君子除了有別於小人，還有哪些具體的內涵與行為？《論語‧憲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認為成為一位君子是不容易的，他必須是無所畏懼的勇者、不茫然迷惑的知者，且是憂道不憂貧的仁者。雖然夫子有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然而此處所說的仁者不憂，當是指夫子內省不咎的不憂不懼
。而且進一步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樂」
，是飯疏食飲水，曲肱枕之，生活縱使再怎麼貧困艱難，樂亦在其中的「樂」。

本文著重在「仁者」與「智者」身上。首先，討論作為一智者當具備什麼能力？智者呈現君子何種具體的形象，又是以何種方法逐步修養而成？在《論語‧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夫子自述一生修道、踐道之歷程，表示他三十歲即是立身處世的「成人」，四十歲就成為不惑的「智者」，而後一步步從知天命、耳順，進而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聖人境界。其能成為智者的關鍵，就在立志于學的「學」。

「學」作為一般所知的學習客觀知識，有其更深刻而廣泛的意涵。安樂哲先生以「覺」訓「學」，他說：

「學」作為「learing」，是一個直接關涉「覺」(becoming aware)的過程，而非關於客觀世界之概念意義上的間接知識，這一點意義重大。……在先秦，「覺」的意思是，當時力求學有所成的學者在教和學的雙向過程中獲得深刻認知。

此處所說的深刻認知，明顯不是今日所說的知識層面那般認知事物，也不是學習某項特殊專業知識或技能，而是通過「學」以「覺道」、「踐道」的不斷努力之過程。安樂哲先生更將此「覺道」過程，置於儒者人文教化的具體視域中，從教學相長的師生互動中，成為深化與豐厚君子德性的動態歷程。

由是，我們可明白「學」的目標，即在於「道」。這也就是引發人自覺「人能弘道」的殊勝之處。故孔子的學生子夏就曾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明白指出「學」乃是致道的關鍵，而踐道即是學的目標。通過下學而上達的自我提升，逐步體會並貼近天人合一的大道。

而孔子認為一位智者之培養，應該是學思並進的，偏重某方面而忽略另一面，則不足以稱為好學的君子。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孔子說他自己曾發憤忘食，甚至熬夜來思索道理卻仍無所獲的體驗。較之抽象的思辨、強索力探，他認為不如腳踏實地紮實地學習各種道理，不需要到三思那般諸多顧慮。從做中學，並在錯誤中修正改進，比起憑空思索更為實際而篤切。然而，也並非毫無檢擇、囫圇吞棗地全盤接收去學，而是需將所學消化吸收後，並將內化的學問加以應用。能學以致用才行，否則只是如無頭蒼蠅一般，吃了很多東西，卻不能成為養分那樣，白白浪費了。因此，孔子認為君子在「智(知)」方面的養成，需「學」與「思」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在學思並進地培養自身智的能力時，學習的最終目標和思考的問題都離不開人–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並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傳統儒家甚少朝著純智的思辨理路開發，總是「以智輔仁」，通過學習前人的智慧以及人我、物我互動之合適恰當的方式，來涵養自身的德性。故子夏精要點出「智」方面的養成，與「德」方面並非兩回事，智與德的培養是分不開的。學和思並非僅為了成為專家學者，不是開發個人的聰明才智，而是為了成就德性，也就是儒家所重視的「成德之教」之落實。智之養成，也就是在成德過程中審時度勢、權衡時中的一項重要能力，使仁者在待人接物中得以因時制宜地尋求合適之表現。

「德」之養成

儒家重視禮樂制度，認為它可輔助成德之教，不似政治、法律運用外在的強制力約束人民，而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薰陶，久而久之，百姓就在日用而不知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養成其德。《論語‧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治的力量僅能使整體秩序不致失序而崩壞，然而，卻缺乏使人人從六十分朝向九十分去努力的動力。而禮樂潛移默化的力量，一方面少了些道德律令般強硬的壓迫感，另一方面，它保留人人自發而不斷向上提升的空間和餘地。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從音樂欣賞中，表達他的感受並加入褒貶。寓教於禮樂，通過禮樂興發每個人弘道之嚮往，使人人沉浸在音樂裡，藉由聆聽而融入當下的情境，獲得意義。安樂哲先生便稱孔子是古代優秀的鑑賞家，他說：「孔子將音樂看成為展現個人精神風貌和價值提供更大可能性的活動。」
音樂或是舞蹈等藝術表演活動，作為道之具體呈現，可使我們在其中凝聚眾人，有和諧、光明、緜緜不絕的感召力，暗示、啟發「仁」之溝通能力，走出自己封閉的內心世界。

不僅「樂」是如此，「禮」也有同樣的功能。故孔子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樂的意義是在玉帛和鐘鼓上面嗎？不是的，它們最大的意義是為了作為體現與指點啟發「仁」的精神。所以孔子從反面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如果不能從禮樂教化中感受、興發一己內在之「仁」，則禮樂的意義就不得彰顯。

「仁」作為統貫諸德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全德之名。然而，孔子對於仁卻沒有明確的定義或解釋，來說明其內涵究竟為何？使後人在提及仁，只能說它不可定義，未能正面清晰而完整地涵蓋說明之。唐君毅先生梳理思想史孔子論仁的諸般解釋，認為宋明儒之言仁最為契合孔子言仁之旨。唐先生從明道《識仁篇》言仁「渾然與萬物同體」處，貞定「仁」即是以「感通」為核心意義，與其他諸多涵義共同展開一系譜學的系統說明。他說「仁」乃是「一己生命之內在的感通，見一內在之深度；己與人之生命之通達，則見一橫面的感通之廣度；而己之生命之上達於天，則見一縱面的感通之高度。」
依此而言，仁作為溝通人我、物我之關係的能力，藉由禮教自我約束、提醒，不要逾越分際。又通過樂教以調和、平衡不同的生命氣質，則能將愛人之心推己及人，推擴出去。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運用聰明才智所獲取的一切，終將因缺乏仁心而失去。即便能本著無私愛人之心，加上聰明才智，但卻缺乏莊嚴慎重的態度，所以無法得到相應的尊重。就算秉持著莊重的態度，加上明智之知和愛人之仁，因為沒能一舉一動皆發而中節，合乎禮儀，仍然稱不上盡善盡美。「仁」之明覺感應的能力，作為向善的開端、起始，仍不足以徹上徹下、遍潤萬物、朗照乾坤，只能說它作為成聖的可能性，是不可或缺、十分必要的。然而，仁者不只具內在的感通能力，還得具備「能好人、能惡人」
的「智」以輔助、持守之，發而為忠信之行與莊敬之態度，最重要的是能落實在禮樂教化中，成就美善之完滿呈現。

當然，禮不僅僅是亦步亦趨地遵循前例而已，它更重要的用處，是在提供仁人志士一個與他者共處的參考模式，一個長時間累積下的默契與共識。禮，雖也保留些許因革損益的彈性，但作為歷史傳統的常軌，它深入我們日常生活中，提供我們與他人相處共事時，不致各行其是、以己之仁妨礙他人之仁的重要資藉。故孔子有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即表示一個人能學會自我克制，依禮而行，人人都能發揮其仁心，不致天下大亂。「禮」在此深具延續歷史文化的意義。

而禮樂都是為了使每個仁者在「和而不同」中，保持集體的和諧性和個體的差異性。禮樂作為仁心的感應溝通能力之最佳發揮的具體情境、真實場所，使「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致落空與虛懸，同時就在其中厚植仁者的德性，以及各方面廣博而淳美的涵養。

聖人之「不同的理解」

前兩節討論關於如何培養一位君子的仁和智，本節則是順著前文，說明當君子不斷豐厚仁和智，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逐漸向聖人之道邁進的過程。而「聖」作為極高明的天道之象徵，落在具體的歷史脈絡和不斷變化的現實情境中，他是如何以不同面貌，因時制宜地活出自身的中庸之道？

孔子藉仁者與智者不同風格，來說明不同的人格氣象所揭顯的意義為何。除了言「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又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表明仁者不憂，是因其以仁心為安宅，如顏回能三月不違仁。且仁者安於仁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那般，需時刻警醒與覺察自己是否被私欲所遮蔽。知者的智慧則有助於仁心向外通達，不會成為傷害他人的道德壓力，同時保護自己不會輕易折損、受傷，而使仁心萎縮、壓抑。安仁與利仁，並無高下之別，而是不同型態的聖人之長處表現。孔子教我們總是「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故其重點不在於對聖人求全責備，質疑其怎麼不是既安仁且利仁，甚至無所不能，而是鼓勵每個人去開發自己成聖的可能性。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能近取譬的孔子，以山水形象來譬喻仁者、智者的生命特質。仁者、智者作為聖人的不同型態，可說是「道」的多角度、不同方面之象徵。
這則文獻以仁者、智者不同的呈現，旨在表達所謂的聖人氣象，不是抽象的、最高的、完美而且唯一的型態，相反地，是落在真實具體的變動情境中，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面貌。或許也不只有仁者和智者兩種可能，還包含許多已知的和未知的各種可能，不可以單一標準衡量判斷之。

無論是仁者或智者，呈顯「聖人」這般盡善盡美的人格典範，是允許各式各樣不同面向的呈現。故孟子也說：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聖，可以有清者、任者、和者和時者……等各種不同的呈現，但是相通的是，它們都可說是仁且智的聖人。然而，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他們做出獨一無二的自我抉擇，並承擔之，不在乎眾人的議論，也不管歷史評價如何，就自己選擇的那條成聖之道努力開拓、前行。

因此，聖人作為一個完滿的人格典範，道的象徵，並非抽象而遙不可及的無限理想。袁保新先生曾就儒家成德之教，提出兩個特色：一是「即事言理」，另一個是重視歷史上具體的人格典範。他說：

儒家對道德的思考，從未將人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我們看到孔孟對各種德性意涵的闡明，總是關聯某個具體真實的人物，以及這個人物具體的言行與成就。這種特殊的言說方式，一方面固然是儒家即事言理的風格之衍伸，反映出孔孟不願將成德之學簡化為某種抽象貧乏的理論知識，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孔孟在教化上的用心，亦即，「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孟的言說旨在激勵每個生命自覺的走向成德之路。

由此可知，對聖人不同的理解，是在真實具體的情境(視域)中，體現其個別差異性，同時也在視域融合的動態歷程中，承接某種連續性。這些成就自身本真的可能性之聖人，皆不約而同地回應天命之召喚、歷史傳統之召喚，回過頭賦予其日新又新的意義。

結語

本文由孔子自言：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與《孟子》中一段類似記載，進行關於成聖之內涵意義的探索：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夫子自道「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表示自己踐道之無止盡、沒有終點，而且其仁心通過教育文化事業彰顯，也是需用一生持續不懈去開發與成就的。是以，孔子雖謙稱不敢自以為是聖人，然而，後世依舊認為夫子是聖之時者，當之無愧。在《孟子》文本中，更明確表達孔子「為之」與「誨人」不是在政治、經濟或法律方面，而就在「教育」的教學相長中，成其為萬世師表。子貢將「學不厭」解釋為「智」方面的內涵，「教不倦」解釋為「仁」方面的內涵，表示具備這兩方面特質的君子，即可稱得上聖人。然而，在《論語》中並未對「仁」和「智」有明確清楚的規定，與其說它們是模糊的道德概念，不如將「仁」和「智」視為成德與成聖最基本而重要的能力。

因此，筆者對先秦儒家聖人觀之探究，從君子作為成聖的起點，在儒家的成德之教中，不斷培養自身關於「仁」和「智」的能力，進一步朝著成聖之理想目標前進。

回顧前言，「黃帝四面」的神話故事，啟發我們對傳統聖人觀之反省，思索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聖人，是一種還是多種理解？筆者對照伽達默爾「不同的理解」來解釋《論語》等儒家經典，認為聖人在承接天道之一貫精神和歷史傳統，仍然保留個體性和情境化的殊異性，所以，總是呈顯出豐富多樣的面貌。聖人，不再是最完美圓滿的唯一一種型態，不是至高無上到無法達成的理想。他作為能近取譬的具體人格典範，鼓勵我們不斷在豐厚德性和各種能力的同時，不斷開發屬於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回應當下天命之召喚、歷史傳統文化之責任，揭顯關於「道」之不同意義，活出自己成聖的可能，回過頭來成為豐富歷史洪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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